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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

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

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 在后冷战时期，秉

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

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

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

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

政策行动的原则。 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

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

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 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

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

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 在双边

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

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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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日益凸显的价值观分歧已成为中美博弈走向深化的重要表现。 自特朗普政府时

期起，美国持续升级对华战略打压，推动建立“全政府对华战略”以应对中国在“全球

政治、经济、地缘乃至价值观领域”对美国产生的“全方位威胁”。①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

策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高压态势，并以“民主”和“人权”之名展开对华政

策攻势，不断渲染泛化中美价值观差异，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运行。② 认知视

角下的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主动提升了价值观议题在对

华政策议程中的优先级，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美国对华

各领域交往均呈现“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③ 这一解释有助于

理解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ｖａｌｕｅｓ⁃ｂａｓ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的政策动机与行为方式转变。 事

实上，价值观分歧自中美建交就已存在，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着审慎和理性态

度，寻求通过各种渠道提升中美战略互信以有效管控其负面影响。④ 相比之下，尽管

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均将“捍卫美国价值观”作为对华政策的原则，但美国对华价值

观外交的政策趋向仍出现了明显波动。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美各自

“主导信仰体系”均长期保持稳定的背景下，秉承一贯价值理念的历任美国决策者如

何持续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在话语层面形成多元政策叙事，并最终对双

边关系走向和各领域互动模式产生了差异化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往往从单一维度出发，强调观念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人为

割裂了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层次同步作用的连贯过程。 在方法论层面，由于未能为

测度观念因素影响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撑，既有研究无法解释价值观因素在美国对华

政策中发挥作用的动态机制。 基于此，本文借鉴对外政策分析图式理论（ｓｃｈｅｍａ ｔｈｅｏ⁃

ｒｙ）认识论和公共政策学政策叙事分析方法论，尝试搭建以图式—叙事—政策为路径

的分析框架，用以检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并为其中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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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演化提供解释。 对图式理论的再探索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有理论的不足，为深

入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新视角。 在中美关系持续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

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也可为制定策略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

争风险带来启示。

二　 文献评述

“价值观外交”的概念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首先提出。① 广义上，价值观外交是指

国家间就价值观议题展开的外交政策互动；②狭义上，价值观外交被定义为一种长期

延续的政策趋向，主要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在各领域

交往中表现出的受意识形态驱动形成的政策偏好。③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价值观外交

发端于近代欧洲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实践。④ “三十年战争”后，法国

首相黎塞留（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率先提出应以“国家理性（ｒａｉｓｏｎ ｄ'éｔａｔ）”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外

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并带领欧洲摆脱了价值观外交的桎梏。⑤ ２０ 世纪中叶，随着理性

主义外交理念在全球的盛行，价值观外交日渐式微。 冷战的爆发令意识形态对抗成为

东西方阵营交锋的主题，价值观外交再度兴起并对国际格局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

响。 正因如此，从价值观视角审视对外政策的变迁逐渐成为学界理解冷战后国际秩序

演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Ｖｏｊｔｅｃｈ Ｍａｓｔｎｙ）和朱立群指出，意识形

态对抗的记忆、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及以“民主和平”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共同构成

了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标尺，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价值观主

线”。⑥ 上述假定为不同理论范式围绕决策动机、实践方式及政策影响研究美国价值

·８２·

　 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茜：《拜登政府价值观同盟问题评析》，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７ 页。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Ｈｉｒｓｈｂｅｒｇ，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ｔ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Ｗｅｓｔ⁃

ｐｏｒ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７－４９．
有学者指出，对价值观外交定义的狭义与广义区分主要基于学理层面，但在现实政策实践中二者往往难

以被明确区分。 因此，将价值观外交视为对外政策中的一种观念趋向和思维模式更为恰当，本文接受这一观点。
相关论述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Ｈｕｂ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ＵＳ， ＥＵ ａｎｄ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ＵＫ， ２０１５。

Ａｄａｍ Ｑｕｉｎｎ，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ｒａｇｅｒ， １９９２．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Ｔｒｉｖｅｌｌａｔｏ， “‘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Ｗｒｅｃｋ，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ｐ．９１７－９２３．

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立群主编，聂文娟、樊超译：《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３３２—３３７ 页。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观外交确立了基本框架。

（一）理性主义视角

理性主义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和理性选择认识论，尽管其并不否认决策者因个体

差异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对决策产生的影响，但认为决策者具有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的选择偏好，主观价值判断只可能导致政策选择的多元化，而不会对最终的政策结果

产生决定性影响。① 基于此，理性主义在研究冷战后美国价值观外交时并不关注政策

动机，而是更注重评估政策手段的适切性和有效性。 在理性主义看来，冷战后美国坚

持推行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对外政策旨在巩固其单极霸权的长期稳定，在持续强化硬实

力的同时，美国始终将其推崇的“普世价值”作为“比肩物质实力”的软实力资源。② 针

对冷战后的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理性主义认为，中国以非西方模式的快速发展削

弱了美国致力于推广的“普世价值”信仰体系在全球的吸引力，间接侵蚀了美国的霸

权基础与威信，因而触发了美国霸权护持的政策机制。③ 在中美物质实力差距缩小

的当下，强化对双方价值观差异的认知是美国对外战略重回大国竞争框架的必要之

举，有助于美国明确对华战略竞争方向、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的轨道。④

在政策效用评估方面，理性主义质疑冷战后美国对华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的有效性。⑤ 有学者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中指出，自中美建

交以来，美国始终期待中国会随着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加深而走向“自由化”。 因此，

“接触与合作”成为美国历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取向。 但事实证明，中国并未

出现美国预期的“和平演变”，反而在国力增长后开始向美国的领导权威“发起挑战”

并“严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 鉴于此，美国应立即“抛弃幻想”，而不是继续“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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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国以其坚持的方式发展。① 阿伦·弗里德伯格（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指出，特朗

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调整体现出美国战略耐心已消耗殆尽，价值观差异不再被视为

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而是竞争主题，未来双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价值观层面的“高位

竞争”。② 罗伯特·萨特（Ｒｏｂｅｒｔ Ｓｕｔｔｅｒ）认为，鉴于中美双方长期无法形成价值观共识

且均无意做出让步，美国应考虑率先突破中美“政策禁区”，通过提升对涉华冲突的容忍

度将中美竞争由物质层面转向更敏感的价值观层面以拓展政策空间、增加竞争筹码。③

（二）后实证主义视角

后实证主义并不完全排斥现实政治中的物质实在和决策者行为理性，但认为应充

分重视观念和身份等体现决策者在国际关系中社会性特质的主观因素对政策的影

响：④社会身份构成了特定行为体对自我与他者关系和对各自利益差异化界定的基

础；在参与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结合自身与互动对象身份关系的预设，在观念

层面率先构筑起基本行动框架，并根据环境因素的变化不断调整互动模式和策略，以

确保政策选择始终符合主观预期。⑤ 由于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和价值判断会随着决策

者与外部环境间的互构发生改变，因此理性主义所坚持的决策者“工具理性”和“价值

中立”假定并不符合现实情形，对外政策应被始终视为决策者身份和价值观的直观体

现。 后实证主义指出，冷战的结束确立了美国单极霸权的国际地位，令其更加笃定以

西方价值体系推动实现“美国治下和平（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的决心，因而选择以“和平

演变”取代高强度对抗的战略模式，让价值观因素得以持续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理

念引导作用。⑥

基于对冷战后中美关系演进的考察，后实证主义指出，价值观外交在美国对华政

策中的延续源于美国对华身份界定中一贯秉持的“他者化”思维定式。⑦ 受此影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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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未真正放弃以对抗性的“自我—他者”身份视角和零和博弈的利益观审视中美关

系，因而在各领域的对华交往中始终无法避免将主观价值评判带入对华决策过程。①

罗伯特·卡根（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认为，尽管中美双方曾试图通过物质交往领域的拓展掩

盖观念鸿沟，但缺乏战略互信基础的合作不仅未能消减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和威胁感

知，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双方的身份差距，导致双方因物质实力对比变化而陷入的“安

全困境”逐步蔓延至价值观领域。② 虽然中国始终坚称奉行和平发展、无意挑战美国

霸权，但由于中国的身份已被美国先验地界定为“挑战者”，其对外政策行为便不可避

免地被置于进攻性而非防御性的战略语境中加以阐释。 中国学界对美国秉持“他者

化”思维定式对华展开长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做法予以批判，并将其概括为“冷战思

维延续”的体现，③认为美国有意将中国塑造为“对手”和“假想敌”、夸大双方价值观

差异并对华实施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对抗性政策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特征，不仅撼

动了中美关系根基，而且对双方存在利益交汇的合作领域造成冲击，致使国际体系走

向分裂、国际机制碎片化的风险骤增。④

（三）认知主义视角

认知主义认为，对外政策中决策者主观认知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 在其看来，对

外决策是由具备完全主观能动性的决策主体主导、完整反映其主观认知特性与偏好的

思维过程。⑤ 基于性格特质、情感和记忆等主观因素形成的个性化认知背景持续塑造

着决策者的价值判断和决策模式。⑥ 在对外政策中，客观环境和物质性的现实因素固

然存在，但只有当决策者对其进行主观认知加工并嵌入社会化的政策语境中进行阐释

后，特定因素才能被赋予相应的社会价值认同，并成为影响特定物质资源支配和使用

方式的政策行动依据。⑦ 萨拉·克利夫兰（Ｓａｒａｈ Ｈ．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认为，冷战经历为美国

留下的外交遗产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更存在于认知层面；冷战期间同不同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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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的互动经历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利益界定，还推动了美国对外决策思

维模式的转变。 从这一意义上说，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本质即是一种系统性、全方

位的价值观外交。①

相较于后实证主义对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中连贯性影响的关注，认知主义认为，鉴于

不同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因素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特征，探讨价值观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差

异化而非连贯性影响因此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② 在有关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

外交的研究中，秉持认知主义视角的学者认为，美国不同决策者的认知差异是造成对

华政策中价值观外交趋向波动的关键原因。③ 如崔丕指出，尽管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

均宣称将秉承一贯的价值理念践行对华政策，但对“美国价值观”的内涵阐释在不同

决策者的认知加工中出现了明显分化，进而导致对华政策趋向的差异。④ 在主观认知

偏好驱动下，为实现特定目标，决策者更倾向于采取风险喜好型而非风险规避型的决

策模式，对可能产生的负面政策影响的敏感度较低。⑤ 在中美博弈持续深化的当下，美
国不顾可能出现的负和博弈结果而执意推动中美价值观矛盾升级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

表现。⑥

三　 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价值观导向下的对外政策演进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理性主义因坚持“完全理性”的基本假定而将决策者主观认

知过程进行了“黑箱化”处理，其局限性在对外政策观念性议题的研究中越发突显。⑦

后实证主义通过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引入主体间性的行动逻辑还原了决策者在政策互

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为理解观念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连贯性影响带来启发。 认知主义

则进一步聚焦决策者的个体思维过程，在将决策者的主观认知确立为影响政策演进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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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变量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和个体主义视角为观念因素对政策的差异化影响提供了

创新性解释。 但事实上，任何观念因素对政策的影响都是延续与变化的共存过程。①

主权国家的价值观是由其历史记忆、民族信仰、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理想信念等精神

元素凝聚而成的“共有知识”的核心载体，决策者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其内政外交决

策必须以承袭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方能获得合法性认同，这也是任何对外政策都必然

呈现出价值观导向的根本原因。 同时，价值观的内涵也在不同决策者基于差异化认知

背景的阐释和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认知中不断更新和丰富，这是价值观因素在对外

政策中变化性的体现。② 由此看来，既往对价值观因素的研究仍具有片面性，人为割

裂了其在对外政策中多层次同步作用的动态过程，因而难以为其演进动因、方式及影

响提供充分的解释。

（一）图式理论与对外政策中观念因素的再定义

为弥补上述理论缺陷，以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认知学派展开了长期的理论

探索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德博拉·拉森（Ｄｅｂｏｒａｈ Ｗ． Ｌａｒｓｏｎ）和马修·赫什伯格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Ｈｉｒｓｈｂｅｒｇ）等通过借鉴社会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国际关系

理论语境中基于社会学本体论和科学行为主义认识论对图式理论进行了逻辑整合，将

观念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影响机制定义为一种系统性、模式化和多层次同步作用的动

态过程。③ 作为国际体系内具有稳定结构的决策群体，主权国家对政策情势本质的判

断、对政策对象的身份界定以及采取政策行动的方式方法及其影响评估等方面都来自

对个体经验筛选、归纳和模式化加工后形成的具有特定思维构型、可供复制操作的观

念方案模型即图式。④ 图式具有多种类型，在对外政策领域常见的图式可分为事件图

式、角色图式和行动图式三类。⑤ 不同类型的图式都包含基于核心指涉对象和认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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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编码机制”是政治学向图式理论借用的一个理论概念。 在政策分析中，二元编码主要指决策者对

核心指涉对象进行二元对立的认知划分，并由此进行威胁感知、利益分析和政策实践等行动的一种观念惯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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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ｔａｎｏ Ｅｍａｎｕｅｌｅ， ｅｔ 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ｈｅｍａｓ： Ｓｕｂｌ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Ｓｈａｐ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５１－３６６．



能的特征描述，并以最基本的二元编码机制（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ｄｉｎｇ）赋予其反映特定群体价值

取向的判断标准和思维逻辑。① 例如，事件图式以经验案例为参考，旨在帮助决策者

通过类比形成对新情势本质的全方位判断；身份图式旨在帮助决策者在有限数量的抽

象模型中框定特定对象的具象化身份标签以缩小政策选择范围、提升政策针对性和精

准度；行动图式是指基于对既往政策实践的类型化梳理和效果评估而形成的政策手段

体系。②

观念的多层次性通过图式在群体认知和个体认知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二者的持续

互构形成了对外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③ 其中，图式在群体认知层面主要通过信念投

射（ｂｅｌｉｅ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机制强化群体内形成共识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为决策过程划

设“观念红线”，提醒决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做什么”。 在个体认知层面，图式则

通过图式演绎（ｓｃｈｅｍａ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机制发挥作用，在决策者遵循图式原则的前提下赋

予其有限的行动自由，允许其针对具体情势进行政策发挥、自主思考“特定情况下应

做什么”。④ 对于决策者而言，对图式的演绎可以在结构和内容两个维度上展开。 结

构性演绎主要是指决策者根据现实决策需求，对不同类型的图式进行组合拼接、形成

复杂的图式体系以精准对接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确保政策逻辑的完整性；内容性演

绎是指决策者在对单一图式进行借鉴和模仿的过程中，对图式中核心指涉的判定标准

进行具象化阐释，以进一步拓宽图式的适用范围、释放政策空间。 由于现实政策实践

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决策者的图式演绎往往在结构和内容两个维度上同步推进，因而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图式系统。⑤

（二）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对外政策演进：一种分析框架

通过图式变量的引入，图式理论得以为观念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动态演化提供

具有启发意义的创新性解释。 但观念因素对现实政策影响的最终实现仍需要跨越

从非物质认知层面向物质实践层面过渡的鸿沟。 在此背景下，图式理论进一步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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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话语在观念向政策的转化中发挥着关键的载体作用，决策者的图式化思维过程

在其言语行为中得到了充分完整的体现。 尽管如此，图式理论仍未能针对决策者的

政策话语建构过程进一步提出系统性的分析路径，也无法精准把握话语建构与图式

演绎间的关联逻辑。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政策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框架引入图式理

论，为其分析观念影响提供可以观测的多维度变量指标。 政策叙事学指出，决策者

将抽象认知转换为政策表达依赖于政策叙事话语机制的运作，决策者对群体认知的

信念投射及其在个体认知层面的图式演绎宏观上可以从叙事体裁、结构与内容三方

面得到感知，并在微观层面通过场景塑造、情节设计和策略选择三个话语建构环节

得以实现。①

体裁的确立对政策叙事的成败至关重要，它不仅决定了政策叙事的结构和内容，

也会对动态演进中的政策走向持续产生影响。② 决策者首先从喜剧、悲剧和正剧三种

基本类型中确定符合主观预期的叙事体裁，③在此基础上根据图示化思维的基本原

则，从事件、角色和行动三个图式范畴中做出匹配、进行叙事填充、形成各自对应且相

互关联的三个分叙事模块，即场景分叙事、情节分叙事和策略分叙事。④ 喜剧型叙事

基于对政策对象身份的正向预设，在场景分叙事中将双方冲突界定为“非核心矛盾”，

对双边关系现状和前景抱有积极态度；在情节分叙事中强调双方身份差距存在协商空

间、尚不足以影响双边关系大局；在策略分叙事中表达己方采取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

分歧、管控矛盾的意愿。 悲剧型叙事在场景分叙事中将双方冲突视为对己方利益的高

度威胁、突出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并对双边关系现状及前景持悲观态度；在情节分叙事

中强调对双方身份的消极预设；在策略分叙事中着重论证己方采取对抗性手段的必要

性。 正剧型叙事具有两面性，在场景分叙事中首先强调双边冲突对己方利益和双边关

系的影响尚不明朗，在情节分叙事中突出双方身份的多重维度，进而在策略分叙事中

论证采取“两面下注（ｈｅｄｇｉｎｇ）”手段处理双边关系，为政策预留调整空间的必要性，以

体现决策者“中立”和“折中”的思维特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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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政策叙事与图式演绎变量指标对照

图式类型 事件图式 角色图式 行动图式

对应分叙事 场景分叙事 情节分叙事 策略分叙事

话语指标 冲突界定 现状评估 前景预期 角色设定 身份差距 互动模式 手段阐释

叙事
体裁

喜剧型
非核心、可
协商

乐观 积极 伙伴 ／盟友 主观缩小 正和博弈 接触合作

悲剧型
核心、不可
调和

悲观 消极 敌人 ／他者 主观拉大
零 和 或 负
和博弈

遏制对抗

正剧型 尚不确定 中立 中立
潜在伙伴 ／
盟友＋潜在
他者 ／敌人

客观评价 尚不确定
两面下注：接
触与合作 ＋
遏制与对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微观层面的话语建构环节，基于所选的叙事体裁，决策者在政策场景塑造中

首先对外部情势做出范畴化界定，将某类情势归结于某个领域的问题并进行冲突分

析，明确冲突的类型和原因。 在此基础上，基于多维度的特征类比，决策者借助互文

和隐喻等修辞手法对承载图式价值体系的元叙事（ｇｒ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进行再阐释，从而

为政策叙事确立“价值观主轴”以凸显特定群体的身份特质。① 图式理论指出，决策

者从遵循图式的本意出发构建的政策叙事会因认知局限出现扭曲，直观表现为对情

势界定的情绪化色彩增强。 为短时间内吸引各方关注，决策者在情境描绘中倾向于

夸大危机，甚至牺牲真实性进行“事实剪辑”，以制造符合图式关键特征的“现实图

景”和“证据链条”。② 在话语层面，这种扭曲在情节设计和策略选择中被进一步放

大，这也解释了现实政策实践中决策者意图、客观情势和政策效用间经常出现偏差

的原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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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元叙事又称宏大叙事，是叙事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政治学语境中，元叙事指国家行为体对其决策

过程中思维模式、理想信念、道德标准和行动偏好等反映其主观能动性的特征所做的原则性表述。 在政策叙事

中，元叙事被认为是具体政策叙事获得合法性的话语基础。 历史学界曾提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政策过程本身

就应被视为“冷战宏大叙事”的连贯映射。 有关元叙事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代表性成果参见 Ｏｌｉｖｅｒ Ｔｕｒｎ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９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９， ｐｐ．７２７－７３４； Ｋａｉ
Ｅｎｎｏ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ｖｓ． Ｍｅｓｓｙ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ｐ．９７－１０８；贾森·斯坦利著，李晓梅、刘易平译：《政治修辞：西方宣传话语的哲学批

判》，格致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３９—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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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情节设计中，决策者结合叙事体裁进行身份框定、威胁感知和责任归咎，以

回应政策受众对“我方遭受何种损失、为何遭受损失以及谁应当为损失负责”等问题

的关切。① 在此期间，决策者通过借鉴特定身份图式将因果逻辑引入情节，以选择叙

事风格，主要分为四种类型：“无计可施的” “胜券在握的” “衰退的”和“进步的”故

事。② 不同叙事体裁与故事风格决定了决策者与政策目标间的身份定位，影响了对双

方利益差异的认知，并最终反映为行为模式的选择。

确定行为模式后，决策者结合政策目标特征及现有资源水平进行行动策略选择。

囿于图式和既往案例，决策者无法通过直接借鉴和模仿获取充分的政策启发，只能基

于对情势的判断并配合法理与协商性论述展开图式演绎，提出其所认为的利益最大化

行动方案。③ 为此，决策者需投入大量话语资源将威胁感知、利益结构与不同领域的

资源分布相链接，在话语层面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以充分论证调动每种资源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④并通过提出政策成效展望及危机预案，为政策调整预留话语空间。⑤ 同

时，决策者还需要借助对图式价值体系的互文性回溯不断强化其主导地位以争取合法

性认同。

当外部情势和决策者主观认知发生变化或政策未达预期时，决策者需要借助图式

演绎提供的政策空间对图式体系的结构进行调整、相应地改变叙事体裁，并在具体的

话语建构层面展开话语调节，以维护政策的连贯性与合法性。⑥ 需要指出的是，决策

者对图式系统结构和叙事层面的调节往往同步展开，调节的程度与范围取决于决策者

对事态发展的主观判断：在图式层面，分属事件、角色和行动领域的图式可以根据决策

需求进行增删或替换；在叙事层面，叙事体裁会结合图式替换后形成的新结构做出适

应性调整。 在政策场景塑造环节，决策者对突发事态做出新的判定，或将不符合图式

特征的情势内容进行矛盾剥离、将利于维护政策合法性的新情势因素纳入场景。 在政

策情节设计中，决策者依据拓展后的场景适度扩大或收缩冲突范围，依据政策目标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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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动机和冲突类型确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政策情节进行重置，并相应地调整

行为模式。① 在行动策略选择中，决策者需要对上一轮政策方案做出评估，并结合新

情势提出新的政策选项，推动形成新一轮政策叙事的话语循环。

图 １　 图式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政策叙事建构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箭头代表叙事建构过程，虚线箭头代表图式演绎过程。

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是图式理论最成熟的应用领域之一。 理查

德·克罗卡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ｒｏｃｋａｔｔ）认为，冷战经历使美国有机会充分验证其对外政策

工具箱中几乎每种政策工具的可行性。② 这种独特的政策体验逐步演化为一种影

响深远的决策思维模式即“冷战图式”。 图式理论指出，“冷战图式”在美国对外政

策中的影响表现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路径依赖。 具体而言，“冷战图式”为决策者

提供了包含事件、角色和行动图式在内的完整的方案菜单，决策者在每个步骤做出

选择并在话语层面进行政策建构，最终形成符合主观预期的政策话语体系以指导政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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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践。①

总体上，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始终强调其自身价值理念的优越性、普适性和排

他性，在政策手段上通过“拓展民主共同体”与“和平演变”并举推进单极霸权国际秩

序建设：②一方面，通过加强同“价值观相近国家”的联系，加速形成“价值观同盟”以巩

固西方价值体系在全球的权威性，塑造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走势、挤压非西方国家

的生存空间；③另一方面，凭借物质资源的压倒性优势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

实施“和平演变”，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科技、人文和社会等领域引入基于意识形

态标准的“奖惩机制”形成政策诱导，并配合系统性、全方位的舆论攻势促使其自主实

现制度转型。④

对华政策是冷战后美国践行价值观外交的重要领域。 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界

围绕美国对华政策的回溯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在此背景下，从价值观外交的政策

趋向出发，对这一领域进行再探索并不旨在对既有研究发起解构性挑战，而是试图

通过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解释对价值观差异的认知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决

策过程，以为对外政策分析提供一种补充视角。⑤ 结合美国不同政府时期对“冷战

图式”继承和借鉴方式的差异以及美国价值观外交政策侧重与政策叙事类型的划

分，本文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划分为克林顿政府时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

政府时期以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三个连贯的政策时段，就美国对华政策

中的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展开历时性考察，尝试为其演进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

逻辑。

·９３·

■■■■■■■■■■■■■■■■■■■■■■■■■■■■■■■■■■■■■■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Ｗ．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Ｕ． Ｓ．⁃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ｐ．２８９－２９１；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Ｗ．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ｅｉ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ｐｐ．１７７－１９８．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０６—
３０９ 页。

凌胜利：《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９５—３０２ 页。
Ａｎｎｉｋａ Ｅ． Ｐｏｐｐ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９， ｐｐ．５３３－５４０．
有关中美价值观差异及其具体表现，中美学界均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总体上看，双方对中美价值观分歧

的划分在三方面形成了较高共识：一是社会制度观，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政党体制、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行政体

系权责划分等领域的差异；二是人权观，主要体现在对公民政治参与、个人发展、公共福利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赋

权及保障的认知差异；三是国际秩序观，主要体现在双方对以不同意识形态作为主导信仰体系的国家能否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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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价值观外交：悲喜剧转换与政策调整

克林顿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其在竞选期间就屡次抨击时任总统老布

什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认为老布什不顾中国人权状况继续给予其最惠国待遇，是在

纵容对美国价值观的“破坏行为”。① 克林顿表示如成功当选，会将“解决人权问题”作
为对华优先事项，以保卫美国“在中国和世界的民主利益”。②

（一）克林顿政府初期的对华价值观外交：人权外交与悲剧叙事的形成

就任之初，克林顿政府迅速以人权外交为主题在悲剧型视角下展开了对华政策叙

事。 克林顿政府以人权问题确立起对华政策的价值观导向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

外部局势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上任之初时值冷战结束不久，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抵

触情绪远未消散，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威胁”。 二是决策群体的认知惯性。 民主党

历来重视妇女平权、宗教信仰自由和种族平等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都聚焦于

对所谓“基本人权”的关注。 三是美国传统外交理念的延续。 美国一直对自身意识形

态和政治制度持有优越感，“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自始至终左右着美国看待世界

和处理世界事务的行动。③

１．政策场景塑造：人权外交的缘起与“人权危机”情势的产生

克林顿政府认为前任政府处理对华人权问题的方式忽视了其对美国价值观的

“威胁”。④ 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决意选择具有明显危机指征的“危机图式”以重新

界定事态并对政策趋向校准。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美
国外交政策根植于民主制度……在这个危险与承诺并存的时代中，自由、民主、经济繁

荣和人权能否在世界各地成为现实取决于我们的行动”。⑤ 在就职演讲中，克林顿再

次重点讲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引用托马斯·杰斐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的观

点试图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不仅是美国自身强大的动力，更是美国领导世界的理念基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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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我们领导世界的最强动力是我们长久以来坚持的理念和价值，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

认同我们的理念……帮助它们建立民主制度并获得自由就是美国的事业”。① 此后，克

林顿政府内阁成员开始频繁就涉华人权问题进行消极表态。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时任国务

卿沃伦·克里斯托弗（Ｗａｒｒｅｎ Ｍ．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有必要重新

考虑对华政策，新的政策将尽一切可能谋求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和平

演变”。② 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Ｗｉｎｓｔｏｎ Ｌｏｒｄ）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并不试图孤立中国，“但中国的人权状况已对美国对外

利益构成侵害，美国需要对中国实施更微妙的政策”。③ 在“危机图式”框架下，克林顿

政府结合密集的话语攻势确立了“人权危机”的对华政策情势，人权问题成为美国官

方观察一切涉华问题的“有色眼镜”。④

２．政策情节设计：价值观冲突、“逆潮流国家”身份与“克林顿主义”的确立

随着“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和“民主和平论”的再度兴起，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和舆

论氛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敏感度大幅提升。 克林顿政府抓住这一时机，在“人权危

机”的语境下将价值观因素引入中美间的冲突分析，选择最具进攻性的“敌—我”角

色图式界定中美身份，以悲剧型视角阐释了中国的人权实践如何“危害”了美国国家

利益，而美国又应如何应对。⑤ 克林顿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和中美对立的根源在

于双方的价值观矛盾不可调和。 美国在冷战后获得的世界领导地位赋予其遵循自

我价值理念塑造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而中国也理应接受美国价值理念的“感召和

影响”。⑥ “保障人权”“遵守普世人权规范”被认为是实现“民主愿景”的基础和判定

“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 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政策重点应以

人权问题为突破口，消除“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间的分裂地带，因为“在世界

范围内扩大民主符合美国的利益，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保障”。 “这不仅仅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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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深刻的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①１９９３ 年 ９ 月，时任美国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的安东尼·莱克（Ａｎｔｈｏｎｙ Ｋ． Ｌａｋｅ）在政策演讲中阐释了对华身份定

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方针，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将从遏制共产主义国家转向推动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共同体”规模的扩展。 他强调，“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是美国的

核心价值观，也是世界的潮流，尚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属于逆潮流国家（ｂａｃｋ⁃

ｌａｓｈ ｓｔａｔｅｓ）”。②

价值观分野构成了克林顿政府框定对外政策对象身份的基础，也决定了其对华政

策叙事的风格：基于悲观的前景预期，中美关系被描述为“无计可施的故事”，对中国

的前景叙事则被塑造为“衰退的故事”。③ 随着“中国崩溃论”的持续发酵，美国对华身

份认知变得更加复杂，中国成为既具有一定“威胁”又十分脆弱，但美国又不得不面对

的“他者”。 一方面，美国时刻警惕中国的战略动向，将其作为“和平演变”的目标；另

一方面，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容忽视，诸多国际议程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④ 因此克林

顿政府认为，美国要秉承实用主义与中国打交道，“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

作，在有分歧的方面强硬地讨价还价”。⑤ 这一趋向为克林顿政府提升对华政策烈度、

确立“以压促变”的行动模式奠定了基础。⑥

１９９４ 年《国家安全战略：参与和扩展》提出了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即

保持强大军力、振兴美国经济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民主共同体”，⑦被概括为“克林

顿主义”。⑧ 从图式视角审视“克林顿主义”的特点可以发现，其强调将物质与观念资

源相整合，通过引入军事威慑与经济奖惩机制，将价值观因素融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

定义中。 这一趋向在政策叙事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军事领域，克林顿政府提出

了“预防性防务”概念，认为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须采取更加积极的预防措施方能

保证美国广泛的国家利益。⑨ 这些“安全威胁”不仅限于美国本土，而是全球范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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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冲突、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给美国“开放与自由社会”所带来的威胁。① 在经济领

域，克林顿政府选择将经济问题“人权化”，认为发展与“民主国家”间更紧密的经济纽

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与美国合作应对安全威胁，促进可持

续性发展”，但对于“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美国应对其施加经济惩罚并促使其发生

内生性转变。②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Ｓｔｒｏｂｅ Ｔａｌｂｏｔｔ）指出，市场经

济与民主体制共生共存，通过鼓励更多的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推动民主体制

的发展，对于“逆潮流国家”则应采取孤立和打击方式迫使其尽快实现民主转型，“选

择民主管理形式的国家共同体越大，美国就会越繁荣”。③

３．行动策略选择：“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与人权外交的效用反馈

伴随“克林顿主义”的出台，美国“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初现雏形。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克林顿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对华最惠国待遇“有条件延长 １２ 个月”，到期

之后是否继续延期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情况的判断”，并指出

“这项政策的核心是坚决支持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全面而重大的进步”。④ 在行政命

令签署仪式上的讲话及同日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克林顿都详细阐述了对中国提出的

所谓“人权改善条件”，包括要求中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允许国际人权组织访问

监狱并善待犯人、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中

国广播等。⑤ 这一“挂钩”政策将所谓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作为是否延长中国最惠

国待遇的先决条件、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了两国经济利益和中美关系稳定，

遭到中国坚决反对。

在“挂钩”政策实施后，美国还在其他问题上以人权为由继续向中国发难、不断拓

展其人权外交政策的适用范围：在北京提出申办 ２０００ 年奥运会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先后通过决议，反对在中国任何地方举办奥运会，并敦促国际奥委会驳回中国的申办

请求。⑥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美国以获得相关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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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化学武器原料”并威胁对华制裁，但之后的检查并未发现任何违禁化学品。① 中

国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要求美国道歉并赔偿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

美国政府予以拒绝，这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在克林顿政府人权外交的政策攻势下，中国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稳住了国内经济

基本盘，并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寻求突破。 而美国国内对克林顿

政府对华采取“挂钩”政策的态度逐渐产生分歧，质疑和担忧声不断。② 与此同时，国

际安全局势特别是朝鲜半岛核问题出现的新动向令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战略

价值。③ 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都促使克林顿政府开始反思对华人权外交，美国对华

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二）克林顿政府对华价值观外交的调整：图式和叙事的转变与对华政策转圜

面对未达预期的政策反馈，克林顿政府决定调整对华政策。 调整政策的根本目的

是在确保政策理念不被动摇的前提下，通过叙事体裁和策略的转换以及政策手段的重

新匹配增强政策效用。④ 在人权外交的宏观背景下，克林顿政府首先通过修正事件图

式的判别标准对情势展开再界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权问题的紧迫性；在此基础上，

将叙事体裁由悲剧型转换为喜剧型，通过政策情节的策略性排布降低了对中美冲突风

险的悲观预期，并摒弃“敌—我”角色图式，改用更为和缓的“潜在威胁”角色图式淡化

对中美身份对立性的渲染；在行动图式层面，将对华政策行为模式由“以压促变”调整

为“接触合作”，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最终转圜。

１．政策场景重塑：“人权情势”的缓和与突发情势的危机管控

为免受决策失误的指责，克林顿政府尝试以双线叙事再界定“人权情势”，间接为

政策调整开辟新的话语空间：一方面，撷取事实依据，证明“对华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国

的人权进步”；另一方面，做出前景预判，提出现行政策的局限和优化的必要性。 克林

顿强调，人权外交的目的在于让中国重视人权问题，鉴于“挂钩”政策已完成使命，应

采取新的“脱钩”方式以实现美国的长期政策目标。 “脱钩”的意义在于“提供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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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使中美能够在人权和其他关乎两国共同利益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①

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放弃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表述，而是通过将其

与“脱钩”政策相链接，并借助情势和政策适用领域的拓展重新定义政策合法性。

克林顿认为：“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使我们与中国接触，不仅是经济的接触，还包括文

化、教育和其他领域，并继续在人权方面做出努力。 通过这种方法，中国将会在国

内和国际上都发挥更负责任的作用。”②此外，克林顿政府还重新定义了经济手段、

政治影响与地区安全架构间的关系，认为最惠国待遇有助于美国更好地对中国施

加影响，加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经济自由化的溢出效应将推动政治改革，

这恰恰契合了“和平演变”的预期。③ 同时，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意图的显现，

此时不与中国进行接触将对美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④ “我们将在亚

太的背景下看待对华关系，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我们今天的行动关乎

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 从长远来看，这一决定将被证明是正

确的。”⑤

在场景重塑过程中，一系列突发情势给既定叙事路径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严重的

当数涉台问题以及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 它们均触及中美关系的红线，

对尚处恢复中的两国关系带来强烈冲击。⑥ 尽管解决上述事件历经波折，但中美最终

从两国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实现了对危机的有效管控。 从美国决策者角度来看，克林顿

政府并未引入新的事件图式框架分析上述突发情势，而是在保留原有图式的基础上采

取了矛盾剥离的叙述方式，意图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这在具体的叙事策略层面得到

了直观体现：一方面，克林顿政府选择以“去合法化”手段切断其同主体情势间的因果

关联；另一方面，从本意阐释的角度出发主动释放积极信号，以消减突发事件的负面影

响。 这一趋向在 １９９６ 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系列军事行动定性为“威慑”而

非“进攻性”、强调美国“不持立场”并支持“和平解决争端”的表态，⑦在“两国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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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后不断强调希望继续

维护两国关系连贯性的表态中均得到体现。①

２．政策情节拓展：正向对华身份塑造及“接触与合作”行为模式的提出

重塑的政策场景让对华政策情节拓展成为可能。 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仍未跳出人

权外交的窠臼，但叙事风格已明显有了积极改观：对中国形象的表述不再是“衰退的

故事”，而是“进步的故事”；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不再是“无计可施的故事”，取而代之的

是“胜券在握的故事”。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政策演讲中积极评价

了中国之于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角色，“一个强大、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

美国的重要伙伴和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可靠领导者”。② 尽管克里斯托弗并不讳言两

国间的人权观分歧，但强调这些“是接触中的分歧，而不是遏制或孤立”。 在同年 １０

月的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克林顿明确提出“对中国进行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

同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才是唯一选择”。③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克林顿

再次强调美国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不会改变，表示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承认一

个中国原则，将致力于推动相互了解并展开合作。④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克里斯托弗就

中美关系发表专题政策演说，在强调对华“接触与合作”的基础上提出鼓励中国更深

地融入现行国际秩序，“我们要确保中国发展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强大和负责任的成

员，这将增进美国和中国各自及共同的利益”。⑤

随着 １９９６ 年克林顿成功连任，中美关系得以按照美国调整后的既定轨道平稳发

展，并促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身份愿景的达成。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两国在

《中美联合声明》中宣布：“中美两国将通过增进合作，共同应对国际挑战，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同意从长远出发，在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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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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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行动策略优化：中美贸易关系改善及其影响

尽管克林顿政府已决意将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作为构建两国建

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个具体行动步骤，但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依旧不断。 此

外，在中美就“入世”达成协议后，美国政府又与国会就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ＰＮＴＲ）立法问题展开了激烈博弈。① 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决定启动“安全化”

话语机制，将给予中国 ＰＮＴＲ 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链接，使其成为“关乎美国核心利

益的问题”，具体论证围绕三个层面同步展开：一是经济层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有助于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二是传统安全层面。 中国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

际体系将促使中国与他国展开合作，降低武器与核技术扩散风险，关乎美国的国土

安全。 三是价值观层面。 “入世”后的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将更大，更利于推动中国

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这关乎美国的意识形态安全。②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克林顿

签署法案，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正式确立。③ 客观来说，推动中国“入世”是

克林顿政府为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让中美

双方都从改善后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使中国参与

国际组织运作、让两国关系步入机制化轨道是其对华“接触与合作”政策内涵最核

心的体现。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经历了“低开高走”的演进历程。 在主观

认知倾向转变的驱动下，克林顿政府通过图式选择和政策叙事体裁的转换实现了对华

政策调整，并由此推动政策趋向由“以压促变”向“接触与合作”转变，有效维护了双边

关系稳定，但人权外交的影响亦不容忽视：一方面，人权外交突破了传统议题间的界

限，开辟了“经贸问题人权化”的不良先例；另一方面，把人权外交确立为对华政策标

签，持续泛化甚至滥用价值观标准对华施压的做法本身就为中美关系带来隐患。 克林

顿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具象化方式践行了对华价值观外交，为其后各届政府对

华政策中冷战思维的延续提供了先入为主的图式样本。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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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对华价值观外交：正剧的延续

　 　 总体来看，价值观因素并未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中得到直

观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因素淡出了美国对华政策框架，相反，它以更隐晦或间

接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① 相较于前任政府对华政策中鲜明的人权标签，小布什政府

与奥巴马政府更强调民主因素在美国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推行“全球民主

化”是应对外部复杂挑战必须坚持的战略中心。 在图式层面，两任政府均在一定程度

上保留了克林顿政府后期对华政策的角色图式和行动图式，但面对中美物质实力差距

明显缩小、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现实，美国决策者在透过价值观视角处

理对华关系时越发注重拓展政策视野和策略手段，因而选择将负面的角色图式和行动

图式纳入对华政策的认知框架，并由此导致正负双向图式共同作用下对华政策认知框

架的长期延续。② 在政策叙事中，这种主观认知和决策倾向在叙事体裁的选择和三个话

语环节中均得到体现：在叙事体裁上，两任政府总体延续了正剧型的对华政策叙事，在对

华威胁感知、身份建构和行为模式界定方面均试图长期维持正负双向的叙事平衡。 在具

体的话语建构环节中，首先是进一步深化决策场景，不再将中美关系局限于双边范畴，而

是更强调在多边、区域乃至全球层面审视中国的形象和中美关系的战略价值；其次是丰

富政策情节，不再在同一时段强化对中美关系和对华身份的单一认知，而是更加突出双

边关系互动的多元和多维特征；最后是凸显策略选择的灵活性，在兼顾短期目标和长期

利益的前提下，主张对华政策行为与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协同匹配。③

（一）政策场景塑造：从“反恐情势”到“建设性合作”的延续

小布什政府就任之初曾多次表态将奉行“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路线，在国家

安全和对外政策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④ 在价值观领域，小

布什政府强调将实施“全球民主化”战略，凭借物质实力优势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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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保卫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利益”。①

在此背景下，小布什政府最初并不认同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倡议，并强化了对华威胁感知，试图启用对抗性的负面角色图式将中国定位为

美国的“潜在利益挑战者”和“战略竞争者”。 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短期内出现了一定

波动。 在“９·１１”事件发生后，这一情势迅速得到扭转。 小布什在恐怖袭击发生后的

演讲中指出，恐怖主义已成为当前美国面临的头号安全威胁。 彻底铲除恐怖主义不仅

是为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更是保护美国和自由世界价值观、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的必

然选择，②“这是全世界的战斗，这是守护全人类文明的战斗，这是为了全世界崇尚自

由的人民的战斗”。③ 在强大的“反恐话语”攻势下，美国政府明确将“打击恐怖主义”

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并通过拓展积极角色图式的适用范围扩大了反恐合作

对象，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 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因价值观分歧

引发的紧张得到缓解，价值观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心调整的背景下反而成为加强中

美战略合作的重要推动力。④

随着反恐进入常态化阶段，反恐合作作为改善中美关系核心情势的作用逐渐淡

化，曾经受到压制的“中国威胁”言论再度出现，美国决策层也承认必须重视中国国

力的增长及其对美国的潜在影响。 为此，美国希望通过重新界定对华政策情势，达

到既不破坏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势头、又能有效降低中国快速发展对美国霸权地位影

响的目的。 为达到第一个目标，美国需要在其对华政策情势中继续塑造建设性合作

的场景氛围，强调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而为达到防止中国挑战其全球领

导地位的目标，美国需要强化制度性约束在中美合作中的支配地位，努力将中国的

战略选择限制在现行国际体系的制度环境中。⑤ 基于此，美国政府在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均提出，美国将中国视为现行

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维护者，并期待中国为国际体系做出更大的建设性贡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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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的发展，并致力于同中国发展长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共同维护

全球安全、繁荣与稳定。①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仍抱有持续警惕，认为中国因

“尚未完全实现核心利益”而对美国存在“潜在威胁”，②但上述情势界定对负面话语

形成了有效对冲，为后反恐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设定了总体积极的基调，并延续至

奥巴马政府时期。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与久拖不决的“反恐战争”令美国的国际声誉遭受重创。 新

上任的奥巴马政府被寄予厚望，因此其在上任之初将施政重点放在了挽救美国经济、
提振国民信心和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上。③ 在对华政策的情势塑造中，奥巴马政府

延续了前任小布什政府具有明显积极和建设性色彩的事件图式，结合对全球多极化趋

势的总体判断，选择在凸显经济合作议题的基础上延续中美建设性合作的场景设

定。④ 奥巴马在其上任之后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

国家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赖的趋势，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并将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称为 ２１ 世纪全球的“势力中心”。⑤ 与此同时，
奥巴马政府并未忽略价值观因素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凸显其“国际主义”
内涵将其作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内生性动力。 在就职演讲中，奥巴马借助历史互文的修

辞强制力，通过回顾美国独立建国的艰辛历程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携手共

同击败轴心国的历史，试图证明美国的价值理念是其得以克服前进障碍、团结国际力

量应对危机的支柱。⑥ 这一表述为价值观因素在其推进政策叙事特别是对华政策叙

事的过程中提供了可观的话语张力，也为其重申构建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提供了合法

性基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的《中美联合声明》明确指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两国将致力于建设“２１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

美关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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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５，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中美联合声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ｐｏｌｉｃｙ ／ ｔｘｔ ／ ２００９ － １１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９０４８３７． ｈｔｍ，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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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情节设计：对华双向身份塑造与中美战略互动模式的确立

基于总体积极的事件图式和话语层面形成的良性政策基调，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

政府时期的中美双方务实合作持续深化、领域不断拓展。 尽管如此，美国始终未曾放

弃对中国快速发展及其未来战略走向的疑虑和警惕。 对于具有冷战中大国对抗经历

的美国而言，面对与其在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大国实力的迅速增

长，很难完全摆脱历史记忆而完全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这是由美国对华政策的惯性

和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局限共同决定的。① 但同时，随着冷战后美国决策认知的持续调

整，因价值观对立而引发的高烈度对抗已不再被作为优先政策选项，对“冷战图式”的

演绎也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② 在这方面，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

对华决策理念上具有高度共识，均重视通过国际体系的制度约束力对中国施加影响，

这样既可有效规避中美可能因价值观差异而引发正面对立，又能确保中美建设性合作

的势头不被逆转。③ 基于此，美国启动了新一轮对华身份塑造，通过引入负面角色图

式，与既有角色图式并列，在政策叙事中分别以“合作伙伴”与“潜在竞争者”两个身份

点位为基准，为美国对华认知划定了身份区间，并以此为依据推动了中美战略互动模

式从常态化、机制化走向成熟。 这一过程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一直延续至奥巴马

政府任期结束。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在演讲中提

出，中美两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不应像曾经对待苏联一样看待中国，而是应

当采取新的模式———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这一

身份定位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提出的理想化的身份塑造，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奥巴马

政府时期。 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华身份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任

政府的积极倾向，通过提出“建设性合作伙伴”的话语巩固了中美良性互动的发展势

头。 奥巴马在 ２００９ 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指出：“我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

社会中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成员，我们两国将成为不仅出于必要需求，而且出于

抓住机遇、实现共赢的伙伴。”④但随着 ２０１０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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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ｂｓ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ｅｘｔ－ｏｂａｍａｓ－ｓｐｅｅｃｈ－ｏｎ－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体，美国政府的对华身份认知再度出现转变。 为扩大和渲染“中国威胁”，美国从经

济、安全和政治三个层面相继提出了“搭便车者” “利益挑战者”和“规则破坏者”等

对华负面身份建构。 客观来说，美国对华展开的双向身份塑造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

长期稳定。 尽管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一做法是为对华政策在动态演进的情势下保

留合法性解释张力的必要举措，但美国执意为对华负面认知预留政策空间的做法体

现出其对华长期存在战略疑虑。
在此背景下，美国决定通过机制化建设进一步确保中美战略互动的稳定。 为此，

小布什政府提出，通过与中国建立常态化的高层对话机制，可以有效减少战略疑虑，降
低战略误判的风险。 “如果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或者至少让彼此清楚地了解对于

特定问题的看法，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①２００５ 年 ８ 月，首次中美战

略对话在北京举行；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式启动，这是两国建交以来首

个高级别的年度常态化对话机制，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共进行了五次。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

政府就任后，中美双方决定将两个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② 战略对话的稳

步推进使管理双边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项日常工作。 由于对话每年举行，中美关系

的新情势得以通过新的话语不断及时地定位和阐释，有利于中美关系进入机制化发展

轨道。③ 更重要的是，开启战略对话模式也带动了双方就各领域核心关切展开的对话

机制的兴起，其中就包括以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重启了中美人

权对话机制，双方就人权国际合作、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种族歧视和法治等具体

问题进行了四轮坦诚开放的交流，取得了积极成效。④ 双方一致认为，中美人权对话

为增进相互了解、缩小分歧、提升中美战略互信以及推动双边互动模式的成熟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三）行动策略选择：从“两面下注”到“亚太再平衡”

价值观因素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行动策略选择

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在战略侧重和实践手段上呈现差异：在任内第二份《美国国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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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敏：《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载《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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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权对话机制于 １９９０ 年正式确立，截至 ２０１５ 年共举行了 １９ 次，其间屡次中断。 在奥巴马政府时

期，这一机制恢复了常态化，并先后举行了 ４ 次（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其也是举办中美人权对话

最频繁的一任政府。 有关中美人权对话机制的发展，参见袁正清等：《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１９７—１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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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明确提出将以“两面下注”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

报告指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基于中国的核心承诺，即采

取和平方式实现自身发展、无意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中国能

够履行这一承诺，美国将支持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大国……美国鼓励

并尽力确保中国在自身发展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同时也要防范中国可能采取的

其他选择”。① ２００８ 年的《国防战略》报告再次细化了“两面下注”的内涵，提出“美

国欢迎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

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② 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明确提出了中

国可能做出的“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错误行为”，并将其称为“中国走上与和平发展

背道而驰的、对抗的老路”的典型表现，包括中国继续以“不透明”方式扩张军事力

量，“威胁”全球能源供给、试图“控制”能源市场，继续与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保

持贸易往来等。③

相较于小布什政府“两面下注”战略对双边层面的聚焦，奥巴马政府为应对中国

物质实力和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提升而实施的“亚太再平衡”则具有更显著的多边特

征。 在延续了小布什政府对华行动图式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着重强调了“价值观共

性”在调集区域多边力量共同应对“中国威胁”过程中发挥的理念支柱作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

称，“２１ 世纪美国的外交和经济防线不在中东和欧洲，而是在亚洲。 美国将处于决策

中心”。 该文特别强调价值观在凝聚多边力量中的核心作用，认为价值观是与美国军

事力量和经济规模相比肩的重要“影响力资产”，“对民主价值坚定不移的支持体现了

美国的民族性格，是外交政策的核心，而我们决定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也将始终坚

持价值观导向”。④

在政策叙事层面，美国采取了多领域、多层次的对比叙事架构，一方面凸显自身在

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调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架构对于

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意义；⑤另一方面渲染中国快速发展对亚太秩序产生的“冲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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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将中国的对外战略意图恶意包装为“崛起国的地缘政治野心”。① 自

２０１２ 年年初起，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政策文件，其中《维持美国全球领

导地位：２１ 世纪防务优先领域》国防战略指南被视为对“亚太再平衡”最系统和最全面

的阐释。 该指南提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提升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

构成了“威胁”。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被形容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被视为中国对

区域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在军事、科技和经贸等领域实力的增长使其对外行

为具有更强的“进攻性”，这将逐渐“侵蚀”美国长久以来保持的亚太领导权威。 基于

此，美国未来将加大在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重点巩固同盟体系、扩展伙伴关系网络和

积极参与区域多边机制。②

六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价值观外交：悲剧的深化

相较于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的历任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呈现

出一定的连贯性。 但这种连贯性非但没有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反而在美国不断升级对

华打压的背景下导致双边关系加速恶化。 在图式理论看来，价值观因素和决策者强烈

主观偏好的叠加是造成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结构性调整并且“意识形态化”特征愈加凸

显的关键原因。③ 在图式层面，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全面否定了前任政府对

华政策中具有积极和建设性倾向的图式体系，转而在构建对华政策叙事过程中重启悲

剧型叙事体裁，将中美价值观差异确立为叙事主线，在“大国竞争”的场景中主观植入

“价值观冲突”逻辑，以悲剧型视角对双边关系各领域情势进行界定；在政策情节设计

上刻意回避中美互动的多维特征，以“有罪推定”的预设持续强化对华威胁感知、渲染

中美价值观差异，突破了中美长期维持的“自我—他者”身份区间、推动对华身份向他

者化单极演进；在行动策略选择上，基于对中美关系竞争性和对抗性本质的认知和悲

观的前景预期，美国决策者借助刻板偏激的对华负面话语攻势获得了以“非常态政

治”程序调集各领域资源、构建“全政府对华战略”的合法性与行动授权。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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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场景塑造：从“经济侵略”到“价值观竞争”的持续深化

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初即通过高度聚焦经济议题迅速确立了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其在就职演讲及此后发布的多份官方政策文件中均以较大篇幅阐述了中美贸易存在

的所谓“不平衡”现象及其对美国经济造成的“重大打击”。① 在将具有极端负面情绪

的“灾难图式”作为对华政策情境认知的核心事件图式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经

济的衰退归咎于前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失败，并以刻板偏激的言辞指责中国在对美

经贸活动中长期实施“经济侵略”行为，认为中国“不履行”世贸组织相关规定、对美国

在华投资“设置多重限制”，并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产权窃取”获得各领域对美竞争优

势、不断“侵蚀”美国实体经济。② 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在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调，③通过将经济议题与国家安全

挂钩把中美矛盾直接推升至美国核心利益层面，并宣布多项强硬对华经贸新举措，中

美经贸摩擦迅速激化。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施压逐步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各界对其政策影响的担

忧和质疑开始显现。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超过 ６００ 家美国公司联名致信特朗普政府，认为特

朗普政府对华大规模征收关税的举措将打击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要求其尽快解决中美

经贸争端。④ 与此同时，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也对特朗普政府短期内启动大规模高强度

对华经贸制裁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缺乏战略性、不够精准且损害了美国经济利

益。⑤ 面对上述质疑引发的政策合法性危机，特朗普政府并未通过图式转换改变对

华决策思维、为中美经贸摩擦“降温”，而是试图通过对美国对外政策价值理念的重

塑以巩固其对华政策导向的权威界定，并继续升级对华打压。 随着美国相关对外政

策文件的发布和高层官员就对华政策做出表态，价值观因素在美国对华政策叙事中

开始凸显：２０１９ 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和“２０１９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均强调中国对美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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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蔡泓宇：《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美方争论》，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７ 页。



国经济、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全面威胁”；①２０２０ 年的《美国对中国战略

方针》详细列举了中国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不仅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发起攻击、炒作中国所谓对美“政治渗透”，还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事关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做出突破红线的表述；②２０２０ 年 ７ 月，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Ｐｏｍｐｅｏ）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以“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明显

具有冷战互文性的反华标签指称中国，指责中国“损害了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共同

的价值观”。③

在对华政策叙事中凸显价值观色彩的同时，外部情势也被美国纳入对华政策

场景，并在同一事件图式框架下对其进行了“价值观化”的主观改造：自 ２０２０ 年年

初起，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为掩饰自身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不

负责任的指责，美国调集国内各界及其部分海外盟国话语资源，炮制了所谓“中国

疫情源头论”，借疫情污名化中国；德、英、法、澳等国随即配合，不断渲染涉疫不实

言论；通过拼凑反华人士的偏见言论甚至捏造虚假记录为污蔑中国的抗疫举措提

供“证据”。④

总体上，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调整经贸关系是对华关系的“唯一核心事项”，

但价值观因素的影响始终存在。 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美国对华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

甚至一度超越经济情势而引发高度关注。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这种具有强烈情绪化特

征的场景塑造恰恰为其推行对华价值观外交提供了必要的政策铺垫，也为其所宣称的

“回归理性决策轨道”提供了可供对比的情势基础。⑤

（二）政策情节设计：对华身份负面建构与“中美全面竞争”框架的确立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拜登就任总统后，价值观议题成为新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优先事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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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在图式层面，拜登政府几乎完整保留了前任政府所确立的总体消极的对华政策

图式体系；在叙事层面，拜登政府选择以更加精准的目标设定和策略匹配在各个叙

事环节加强了对价值观因素的强调。 在重申中美关系重回“大国竞争”框架的前提

下，拜登政府突出了对中美竞争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认知。 在其看来，随着中

美竞争从对物质性权力的争夺转向对观念和制度性权力的争夺，美国必须抢占国际

体系的道义、法理和信仰制高点，并积极巩固在各领域的制度话语权优势，否则“关

乎美国和全球体系未来的故事将被中国改写”。①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决意以价值观

为标尺对中美关系本质做出再定义，并反复强调直面“中国挑战”的紧迫性，“世界已

到了一个转折点，中美竞争将决定本世纪是由一个‘民主主导’的时代，还是‘专制统

治’的时代”。②

在对华身份建构上，拜登政府接受了前任政府对华“修正主义国家”“战略对手”

和“战略竞争者”的定位，并在价值观对立的视域下继续深化对华负面认知：通过渲染

中美价值观差异及中国价值体系的“侵略性”，将中国形容为全球“唯一有能力综合运

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美国在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中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

对手”以及“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③

在叙事风格选择上，拜登政府将美国描述为“衰退的故事”，将解决中美价值观矛

盾描绘为“无计可施的故事”以突出美中“受害者—加害者”的身份对立、实现危机转

嫁，并动员美国各界提供资源配合政府的对华强硬战略。 《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

明确指出，中美价值观矛盾及由其引发的激烈竞争是当前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价

值观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竞争是 ２１ 世纪国际体系制度之争，是否能够在这

场竞争中胜出将直接影响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④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强调物

质实力对捍卫价值观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强调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以对自身价值体系的

坚持和对美国价值体系的“削弱”为代价。 拜登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

话中称，中国以“挑战者”姿态“破坏现行国际规则”并从中获利，借助物质实力对更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胁迫”，迫使其“屈服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为此，“美国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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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做出强有力回应，确保几十年来使我们共同进步和繁荣的价值观、原则和道路不被

撼动”。①

在对华行动模式选择上，拜登政府强调以“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民主价值观”为

原则处理对华关系，提出将重振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重返国际机构并致力于在其中

发挥积极领导作用、重塑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用经济、外交和科技等全方

位手段开展对华竞争。② 但同时，拜登政府也提出双方仍有必要在国际事务中涉及共

同利益的领域加强沟通合作，并在中美关系中设置某种“护栏”以防止矛盾升级。 这

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为应对中美长期战略竞争而展现出的“战略耐心”以及美国对

华政策一定程度上“回归理性”的表现。③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Ａｎｔｏｎｙ Ｊ． Ｂｌｉｎｋｅｎ）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将“应对中国挑战”列为新任政

府八大优先事项之一，并将美国对华行动模式概括为“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在可

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④

（三）行动策略选择：“价值观攻势”与“印太战略”的深化

在高强度的价值观攻势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具体行动方案也随之形成。 总

体来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选择在叙事层面呈现三个特点：第一，议程之间的界限

不再清晰。 在价值观导向的作用下，涉及对华物质层面和观念制度层面竞争的议题

高度集中，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科技和人文等领域的完整对华竞争策略体

系。 第二，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相关政策得到贯通。 在对内强调“保卫美国民主生活

方式”、对外突出“捍卫自由世界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资源在

涉华政策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⑤ 第三，双边和多边手段的协同度得到实质

性提升。 相较于此前历任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由于采取了更为宏大的全球性

视野而凸显出中美竞争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特征。 基于对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现实

认知，拜登政府更强调集结盟友和多边力量形成合力，以共同应对“中国威胁”，因而

不断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构建价值观联盟”是盟友与伙伴国的“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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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责任”。①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出了“２０２１ 年战略竞争法”，标志着拜

登政府对华行动框架的正式出台。 该法案呼吁政府进一步明确对华全面竞争战略，重

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的承诺以及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对

“普世价值”的推广投入，在对华政策中加大对涉港和涉疆等事务的介入程度，加强同

台湾地区的所谓“伙伴关系”。② 概括而言，这份法案的涉华内容从三方面强化了拜登

政府对华政策的重点，即在政治领域加大对涉港、涉疆和涉台等中国内政问题的干涉

力度，在经济议题中突出中美高技术竞争以及“去中国化”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建立，在

多层次和各领域加紧组建以安全合作为基础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的“价值观同盟”，

从而形成“遏华包围圈”。

在政治领域，自 ２０２１ 年年初起，拜登政府以“人权”之名干涉中国内政、展开新一

轮价值观打压的行动初见端倪。 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的决定后，美国国务院当即宣布对前任政府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做出

更新，进一步扩大对华官员制裁名单、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指责《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是对香港地区“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并称

美国政府将同盟友及伙伴国加强协调，共同追究“中国政府破坏民主制度的责任”。③

在持续炒作涉港问题的同时，美国还连同加拿大、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就涉疆问题展

开对华攻势。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欧盟 ２７ 国、英国和加拿大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

借口宣布对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同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外长发布

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持续的深切关注”。 这一声明还强调“透明度和

问责的重要性”，呼吁“中国允许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独立调查员、记者和外交官在不

受限制的情况下进入新疆”，并妄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将继续团结一致，揭露

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④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防止强迫维吾尔

人劳动法”。 这是美国通过的第二部涉疆法案，其内容在“２０２０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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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基础上侧重经济制裁的具体实施细节，禁止所有涉疆企业进入美国境内，不区分

产业和领域。

在经济领域政策话语中，拜登政府提出一系列投资计划以保持对中国的竞争力

及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他先后提出 ２．３ 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和 １．８ 万亿美元

的“美国家庭计划”，试图解决困扰美国经济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在对华双边经贸关

系上，拜登政府提出了推动中美经贸“再挂钩”的目标，但实则是对前任政府“脱钩”

政策趋向的部分校准，即不再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全方位脱钩”以避免损害美

国实体经济，但强调在尖端科技领域推动实现对华“精准脱钩”。① 在多边经贸合作

中，拜登政府提出构建“民主国家”间的“供应链联盟”以规锁和迟滞中国的发展，并

将牵头制定联盟内部在新兴技术、航天、网络空间、健康生物和气候环境等领域的合

作规范。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拜登在同英国首相的通话中首次提出，“民主国家”需要

创建一个类似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该计划在七国集团峰会中

被确定并命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Ｂ３Ｗ）”。② 这一倡议体现了美国在多边合作中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加强联系，在资源、技术和制度层面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明显

意图。

在区域多边机制政策话语中，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政府“严峻的长期安全挑战”

的态势评估，继续将“印太战略”作为区域战略的机制主轴，并以价值观为牵引对其进

行深化和拓展。③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更新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面对当前中国集中其

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在印太地区打造势力范围”，并通过“胁迫、威慑和霸凌

手段”“破坏地区秩序、国际规则和共享价值观”的做法，美国将团结域内盟友和伙伴

国坚决应对。 美国未来将持续加大对印太地区安全、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投入，积

极提升美日印澳“四国机制（ＱＵＡＤ）”的层级，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美日、美韩、美澳双边

同盟关系，不断拓展美日韩三边合作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ＡＵＫＵＳ），强化“五

眼联盟”协作。 同时，“印太战略”还特别强调了这一合作框架的多元性和延展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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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局限于安全合作，还包含“基于民主价值观和促进印太地区繁荣的共同愿景”推动

构建“民主国家科技同盟” “民主国家供应链联盟” “印太数字贸易协定”等具体领域

的合作倡议。①

七　 结论

基于图式视角下的考察发现，价值观外交始终贯穿于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但

不同政府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关注价值观因素的侧重点及其对双边关系作用的

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的差异。 决策者对“冷战图式”体系不同程度的借鉴与演绎在

其对事件、角色和行动三个类属的图式选择、组合与排布调整中得以体现，并通过在场

景、情节和策略层面的叙事调节中得到具象化表达：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突出

价值观中的人权因素，其叙事体裁经历了从悲剧型向喜剧型的转变，美国对华政策在

此背景下实现了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型。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始

终强调价值观中的民主因素，其叙事体裁可归纳为正剧型叙事的延续。 受此影响，美

国对华政策长期维持了“两面下注”的基本趋向，形成了遏制与合作两条贯穿始终、并

行不悖的政策主线。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同时强调价值观中的人

权和民主因素，推动了悲剧型叙事的持续深化，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色彩不断

增强、中美关系下行压力持续上升。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在价值观层面的

“高位竞争”将逐步走向常态化，价值观外交或将成为美国对华强化竞争与遏制的重

要抓手。 学界普遍认为，从价值观视角审视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仅是因为价值观差异作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对双边关系产生着持续影响，更

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持续深化的当下，探讨中美因价值观分歧引发的政策互动对国

际局势产生的关联效应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对是否会因东西方意识形态矛盾的激化

而爆发“新冷战”的普遍关切，为研判未来国际格局走向带来启示。②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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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ｓｃｈｅｍ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７５１·

Ｎｏ．４，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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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Ｙｕｅ Ｓｈｅｎｇｓｏ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ｔａｏ　 （６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ｏｒｍ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ｉｍｓ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ｕｎ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ｎ “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ｍｐｅ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ｏｒ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ｅｖｅｎ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ｅｘ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ｃｒｉｓ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ｌｐ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

·８５１·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ｏ．４，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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